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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中华区域文化

———以吴越文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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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对中华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水文化的发达，是吴越文化的最重

要特征之一。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造就了吴越之地发达的水稻文明；河湖密布的水环境造就了吴越

发达的船文化和渔文化。魏晋以后，伴随着中原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中原先进文化的植入，江南一改

原来的“荆蛮气质”，迅速结出了“苏湖熟，天下足”和“文化渊薮”的硕果。吴越之地民风民俗从尚武

到崇文，从刚猛到柔弱的巨大变化，究其原因，是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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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文化或称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

范畴展开的文化探讨，其“地域”概念通常是古代沿

袭或俗成的历史区域。它在产生之初是相当精确的

地理单元，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因素

的影响，逐渐淡化甚至泯灭了其地理学意义，变得疆

域模糊，景物易貌，人口迁移，只剩下大致的地理区

域，并转化为对文化界分的标志，深深积淀在人们的

头脑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内涵厚重，博大精深。

由于疆域广大，民族众多，古老的华夏文明并非起源

于一时一地，而是通过各自的发展序列共同进入文

明时代，最后汇集成统一的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

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双重作用，在神州大地

上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区域文化，使中华文化呈现出

异彩纷呈的景象。

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自然环

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归结为三个方面，即：对生产方

式、经济生活发生作用，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发生

作用，对民族性格发生作用。事实上，地域文化的形

成离不开两种主要因素，一个是自然环境，一个是社

会结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在创造历史

的过程中，离不开它所处的地理和历史环境，否则人

类的历史活动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众所周知，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

的存在和发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观

念，而且愈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愈是如此。就

中国而言，在降水较丰沛、湿润的东部地区发展起的

农耕文化与降雨稀少、干燥的西部地区发展起来的

游牧文化，差别甚大。东临沧海、山海兼备的齐鲁文

化与处于四塞之地的三秦文化同样有较大的差异。

至于同在长江流域而分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巴蜀

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也各有其鲜明的特色。可

以说，包括地形地貌、气候因素和生产方式在内的生

活环境是区域文化形成的内在机制；特定的自然环

境对于生活在这一环境中的人的心理素质、性格行

为，甚至风俗习惯、生活情态等均有着不可低估的影

响。生态环境决定文化形态，一定的生态类型与一

定的文化形态相对应。

水是自然环境的决定性要素之一。水对中华区

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

一

社会与自然的联系以劳动为介质。地理环境由

物质经由物质生产方式这一中介，给各个民族、各个

国家文化类型的铸就奠定了物质基石。各种文化类

型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比如，江

河水系发达的暖温带———亚热带区域，可为农作物

的生长提供充分的热能和水分，故那里的农业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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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发展，造成两岸居民农耕生活的稳定性，进而形

成了大河———农业文明的稳定持重的文化特质；临

近海洋的地区，拥有“鱼盐之利”和水上交通之便，故

工商一般较为发达，相应的，因大海具有纵横驰骋、

扬帆远航的条件，容易形成海洋———商业文明的外

向开拓精神；草原———沙漠地区，具有流动畜牧的广

阔空间，“射生饮血”的生活方式，使草原———游牧文

明具有粗犷剽悍、惯于掠夺的性格［!］。

中华先民很早就看到了水土气候对民俗文化的

影响。《管子·水地》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

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即认为水

不但是孕育生命万物的根基，也是产生美与丑、贤良

与不肖、愚蠢与俊秀的基础条件，人的形貌、性格、品

德、习俗等都与水密切相关。

其他如《吕氏春秋》、《礼记·王制》、郦道元《水经

注》也都认为，川谷气象对民俗、民风和人的气质、情

操、心态等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

《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

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

而贞。”孙云：“其山山罪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

人磊石可而英多。”他们都认为山水的特色可以决定一

方人的性格，平坦而水清的地方，人的品性简淡清洁，

而山高水急的地方，人往往具有磊落不凡的英气。

事实上，人们生活的环境因地理、气候的关系，

造成了水的多寡和时空分布的不同；同时水对处于

不同环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泽与灾难也是不同的，

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必然造成在不同环境下人们

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必然导致不同的甚至截

然相反的习俗和价值文化观念。我国古代逐渐形成

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不同

的区域文化，以及世界上出现的内陆农业文化、海洋

文化、黄土文化等类型，都有力地说明了不同的地理

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对人们习性和文化类型的影响是

巨大的。

二

春秋战国时的吴越，主要包括今江苏、浙江、上

海和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

西周时，吴地的居民主要为东夷族，活动的中心

区域在今苏南一带；越地的居民主要为百越族，活动

的中心区域在以太湖南岸一带。由于夷、越族地理

环境接近、生活习俗相通，很早就出现了文化趋同融

合的趋势。春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

期。其时，都于姑苏（今江苏苏州）的吴国与都于会稽

（今浙江绍兴）的越国之间战争不已。“武化”推进了

文化的融合，使得具有近亲关系的远古吴文化和越文

化进一步趋于一致，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南沿海区

域文化———“吴越文化”。吴越之地为水乡泽国，水文

化的发达，是吴越文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

吴越地区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降水丰富，水网

密布，长江、淮河、钱塘江等大江大河纵贯其中，太湖

等湖泽及港湾水塘星罗棋布，这种自然环境为吴越

的物质文化创造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理想条件。与其

他区域文化相比，水对吴越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具有

更为直接和重要的意义。

第一，丰富的水资源造就了吴越发达的水稻文

明。古代的吴越人，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有利的

条件，使吴越从过去的荒服之地变成了富甲天下的

“人间天堂”，从根本上说主要取决于水稻文化的发

达。至少从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算起，吴

越便开始了水稻文明史。春秋时，吴越的稻谷产量

已相当大，相比较而言，越地的稻谷产量更高，这主

要缘于越地处于长江和钱塘江的泥沙冲积以及海潮

回落淤泥堆积而成，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杭嘉湖平

原、宁绍平原皆有“粮仓”之称。随着江南不断开发，

水稻文化也在与时俱进———先是从粗放经营的一熟

稻到精耕细作的一熟稻，水稻产量翻番地增长；从稻

有早晚之分到一岁两熟，锦绣江南就是这样被打造

而成。五代时，吴越“境内丰阜”，“无凶年下岁”。宋

代，“苏、常、湖、秀，膏月叟千里，国之仓庚也”；南宋更

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元代，长期遭受战乱

的北方经济处于停滞状态，而江南则相对稳定。

明清时期，吴越经济更是高速发展，“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是人们对吴越繁盛的极度追捧和赞誉。

明清时，吴越经济发展有以下几点显著特征：一是农

产品日趋商品化，商业农业长足发展。除了粮食外，

经济作物的种植更为普遍。棉花和蚕桑成为太湖地

区经济作物的两大支柱。在此基础上，丝织业和纺

织业得到了极大发展，自然经济逐步向商品经济转

化。二是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丝织、棉布加工、造

纸、印刷等行业在许多城镇兴起，“机户出资，机工出

力，相依为命”的雇佣劳动关系成为普遍的现象。三

是市镇的兴起和乡村城镇化趋势的出现。众多的市

镇如众星捧月般拱卫在苏州、杭州、绍兴等中心城市

周围。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江南地区市镇的数量

多达 !"#"个，城镇化率居全国之冠［$］。
值得一提的是，吴越以水稻为中心的农业经济

的发展，与农田水利的兴盛是密不可分的。北宋著

名水利学家郏 曾说过：“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

田之美莫过于苏州。”水稻的种植离不开水，故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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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发达是与水利的兴盛是如影相随的。吴越之

地的水利建设，至少肇始于大禹治水时期。进入历

史时期以后，水利一直成为吴越农业经济发展的命

脉。如春秋时，越国修建了吴塘、富中大塘、练塘、山

阴故河道等一批水利工程，使得“水行山处”的越部

族开始走出山麓地带，逐步成为北部平原水网地带

的主人。东汉时，马援在扬州一带“兴复陂湖，溉田

二万余顷”（《后汉书·马援传》）。永和五年（!"#
年），会稽太守马臻主持修建了江南最古老的大型蓄

水工程———鉴湖。鉴湖周长 !$" 多 %&，上蓄洪水，
下拒咸潮，旱则泄洪溉田，使山会平原 ’ """余顷良
田旱涝保收。东汉以后，吴越的水利事业更是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宋代，吴越之地形成了“五里

七里一纵浦，七里十里一横塘”的规模化、规范化的

塘浦圩田体系，成为吴越农业文化的一大景观。温

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充沛的雨量和发达的水利，

共同打造出了一个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包括今苏、

浙、沪、皖在内的以生产水稻为主的“基本经济区”，

谱写了中国农业文明的辉煌篇章。

第二，丰富的水产资源构成了吴越发达的渔文

化和饮食文化。河湖等水域是各种水生动物栖息的

家园。为了弥补食物的不足和改善伙食，濒海临河

（湖）的吴越人很早就从事渔猎生产活动。浙江余姚

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木浆，说明吴越人早在七千年

前就能驾船在水上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在河姆渡遗

存中发现了鲤鱼、青鱼、鱼会鱼等鱼类骨骸，又表明他

们的食物中鱼类已占相当大的比例。即使到了近现

代，在农业已经很发达的情况下，渔业一直是吴越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濒海地区的吴越人也从事

海上捕捞业。如浙江海面鱼、虾、蛏、蟹等海产品种

类繁多，仅鱼类就有 !"" 多种。丰富的水产品促进
了吴越人的饮食文化的发达。

第三，发达的水运对吴越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吴越之地，河湖密布，出门见

水，非舟楫难行，故有“一日不可废舟楫”之说。河湖

密布的自然水域和人工运河的开凿，为吴越编织了

一条通达四面八方的水上运输网。吴越故地除了具

有得天独厚的水运条件外，运河的开凿大大弥补了

天然河湖的局限性。早在公元前 !!世纪的商末周
初之际，勾吴的缔造者泰伯便在今无锡的东南开挖

了一条名为“泰伯渎”的人工运河。春秋战国时期，

吴王阖闾为西征楚国，开凿了一条自吴都姑苏通太

湖、达长江的“胥溪”。吴王夫差时，又开“胥浦”，沟

通了太湖周边天然河川。公元 #() 年，吴国为了北
上伐齐争霸，开凿了著名的“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

河。秦汉时，经过大规模的河道整治，形成了江南运

河的雏形。三国至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以建康（南京）

为中心的水运网。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以及后来

元朝在南北大运河基础上开成的京杭大运河，南至余

杭，北抵涿郡（今北京附近），沟通钱塘江、长江、淮河、

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南北水上交通大运脉，对吴越

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水上交通的发达促进了吴越造船业的发达。南

方吴越人多以“舟代步”，故南人善水战。南方的吴

越与荆楚，都是善于制造舟楫的国家，而且水军十分

强大。善造舟、善用舟，作为吴越、荆楚文化的传统

一直保持下来，这就造就了其深厚的船文化底蕴。

从远古的独木舟到春秋时的战船；从小巧玲珑的“乌

篷船”到郑和下西洋的巨型“宝船”，以及各种高超的

造船技术和遍布江淮两岸的大小船场，无不显示出

吴越造船技术的高超。

水网密布的水环境也造就了吴越桥文化的丰富

多彩。如苏州古城遍布河渠，到处可见“小桥流水人

家”的风采。再如古城绍兴有“三山万户巷盘曲，百

桥千街水纵横”之说，据清光绪年间绘制的《绍兴城

衢路图》记载，绍兴城内有桥二百二十九座［*］!""。水

乡的桥不仅多，而且造型各异，优美多姿态。如南京

十里秦淮河上的古桥，有拱桥、曲桥、斜桥、直桥等，

都是建筑艺术的精品；与此同时，不少桥梁内涵深

刻，有文化之桥“长干桥”、思想之桥“文德桥”、艺术

之桥“七桥瓮”、神话之桥“九龙桥”等，散发出不朽的

历史文化光芒。另外，桥梁除了具有沟通孔道和造

景功能外，其经济价值亦不可低估。桥梁作为水陆

交汇处，往往成为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如苏州城的

枣市桥、兴市桥，其桥边都曾是繁华的市场。“船文

化”与“桥文化”如同一对孪生姐妹，成为吴越水文化

中两个特色鲜明的文化景观。

水上交通的发达造就了吴越商品经济的繁荣和

文化的进步。吴越之地水运畅达，出行方便，为商品

的交流创造了便利的条件。河流两岸遍布水次码

头，这些码头有的逐渐发展成为繁华的市镇，成为商

品的集散地。水运的发达，开辟了文化输出输入的

通道。一方面，外界的优秀的文化成果浮江泛海而

来，不断浸润吴越文化，从而造就了吴越人思想开

放、富有进取精神的特征。同时，吴越优秀的文化也

借助于水上交通网辐射四方，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

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吴越人有重商的传统，这也与吴越地处河

网地带，水上交通发达，易于经商有关。明清之际，

吴越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早出现的地方。如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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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小说家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对明代中后期江

南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景象有过细致生动的描写。

在柔弱的江浙人中，濒海而居的宁波人以善于经商

著称，近代，宁波商帮遍布中国乃至欧美各地。

第四，波光水色营造出迷人的水景观文化。吴

越之地，鱼米之乡，到处是楚楚动人的佳山秀水，以

水为核心的著名风景区有烟波浩荡、襟带吴越的太

湖，有“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杭州西湖，有桨声灯影里

的南京“十里秦淮”，等等。在吴越文化中，西湖水文

化堪称奇葩。自唐代开始，杭州人修堤疏浚，建闸铺

管，使西湖成为重要的水利设施，为杭州地区的城市

供水、农田灌溉等作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同时，经过

多年的营建，形成了苏堤春晓、三潭印月、曲院风荷

等自然文化景观，使西湖成为风景独绝天下的旅游

胜地。

三

“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男儿何

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二百州”。在古人的眼里，温柔

多情的吴越先民还曾以好斗、勇猛著称。这似乎与

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

的确，先秦时期，吴越以戈剑等武器精良闻名天

下，刘向《战国策·赵策三》称吴国的宝剑“肉试则断

牛马，金试则截盘 ”。吴越的宝剑精良固然由于原

料上乘和制作精美，但与吴越人的尚武好勇之风亦

有密切的关系。那时，吴越人曾佩带着锋利的刀戈，

与人搏杀在荆棘草莽和波涛汹涌的江湖上，他们披

发文身，赤膊上阵，一派英雄气概。与此同时，那里

还有以铸剑技艺高超闻名于世的干将、莫邪等大匠，

更有要离、专诸等好剑轻死的勇士。《汉书·地理志》

这样描绘吴越人的性格：“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

至今好用剑，轻死而易发。”可见，至迟到汉代以前，

吴越人的性格还是比较强悍的。

秦汉之前的吴越人刚强、尚武，原因主要有两个

方面：

第一，地处“蛮夷”，经济文化落后。由于经济文

化的相对落后，在先秦时代以前，中原人一直把吴越

之民当作“蛮夷”看待。商末，“泰伯奔吴”立国的故

事足以说明当时吴越之地的落后状况。泰伯是周太

王古公 父的长子，按照长子继位的制度，古公 父

的王位理应由泰伯继承。古公 父偏爱幼子季历

（包括其孙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为成全乃父的

愿望，“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

用，以避季历。⋯⋯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

义之，从而归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史记·吴太伯世

家》）。《史记》所谓“荆蛮”，泛指东南广大地区。而

太伯、仲雍所奔立国之地，就是春秋时的吴国，太伯

及其弟仲雍，尊重吴地风俗，断发文身，先后被当地

的土著人拥戴为伯。“荆蛮”二字，充分说明当时吴

越之地与中原文化比，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上古时期，吴越之地气候湿热，湖沼密布，荆棘

丛生，虫蛇鳄鱼等野兽时时威胁着吴越先民的生存。

这里虽有丰饶的自然资源，然而因生产力水平的极

度落后，开发利用程度非常有限。直到春秋中后期，

吴王夫差上台时，还这样描述吴国的状况：“吾国僻

远，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所御，民无所依，

仓库不设，田畴不垦。”国力薄弱显而易见。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长江流域土壤粘结，

难以用木石———铜石农具耕作，故直至秦汉，长江流

域基本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司马迁《史记·货殖

列传》提及汉代江南的情形，说：“土广人稀，饭稻羹

鱼，或火耕而水耨，⋯⋯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

亦无千金之家。”

第二，战事频仍，环境所逼。其实，就人的本性

而言，几乎所有的人的骨子里都是珍惜生命、爱好和

平的。春秋时，吴越人好勇轻死，并非天性，而是生

存环境所逼。一方面，吴越人既要与“江海为害”的

自然环境作斗争，又要抵御其他诸侯国的侵伐。在

此过程中，养成了吴越人尚武好斗的性格，在很大程

度上是环境和形势所逼。

东周以后，王权衰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互相

征伐。在血雨腥风的动荡年代，任何诸侯国要想图

生存、求发展，必须以军事立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

的国家，你死我活，不尚武行吗？试问春秋战国时

期，哪个国家不崇武尚勇？国家如此，世风如此，老

百姓自然不能例外。

长江中游的楚国和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经常

开战，逞强斗狠，邻近的吴国和越国之间更是打得不

可开交。为了在弱肉强食的纷乱时期不致被别国消

灭，进而称王称霸，吴越两国整军经武，扩军备战。

吴国为了加强军事力量，让齐国人孙武“选练士，习

战斗”，甚至连后宫的王妃都要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

练。同时大造战船，广铸刀剑，使兵库充盈。越国相

对于吴、楚两国而言，相对弱小，先后成为吴、楚的属

国。越国因经常受到吴楚尤其吴国的欺辱，早已埋

下了仇恨的种子。两国之间战争不断，胜败反反复

复。在“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的情况下，吴越人的

尚武好斗之风愈演愈烈。

吴越人的尚武好斗之风，历汉晋而未衰。汉代

前期，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中，名将周亚夫在领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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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军队强悍难敌后感慨道：“吴兵甚锐，难与争锋。”

三国孙吴时期，吴越人的尚武精神虽较前有所减弱，

但遗风犹存。在汉末天下大乱的群雄竞逐中，东吴之

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一，与吴人的强悍不无关系。

四

东晋以后，吴越故地民风发生了显著变化———

迅速从刚转柔，从尚武转为尚文。这种嬗变，与中原

人的大量涌入和先进中原文化植入，从而导致生产

力水平提高、水生态环境的改善密切相关。

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海盐令鲍陋遣子嗣

之以吴兵一千，请为前驱”，遭到晋军主帅刘裕的拒

绝，理由是“贼兵甚精，吴人不习战，若前驱失利，必

败我军，可在后为声援”（沈约《宋书·武帝纪》）到了

南朝，“南人怯懦，岂办作贼”（沈约《宋书·顾恺之

传》）已成官场定论。

到了宋代，民间尚武之风消失殆尽。苏轼《表忠

观碑记》）称江南“其民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

鼓之声相闻”。范成大《吴郡志·风俗》也说：“本朝文

教渐摩之久，如五月斗力之戏亦不复有。惟其所谓

尚礼、敦庞、澄清、隆洽之说则自若，岂诗所谓美教

化、移风俗者与？”至明清，吴越之人“敏于习文，疏于

用武”之风更盛，民性也极为柔弱。

“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南宋以后，中国科

举考试的主角无疑是江南吴越人。明洪武四年

（!"#!）至万历四十四年（!$!$）的 %&’年间，状元、榜
眼、探花和会元共计 %&&人，其中以江南为主的南方
人计 %!’ 人，占 (()；整个北方地区计 %’ 人，仅占
!%)。清代 !!& 名状元中，江浙两省 $* 人，占全国
的 $*)［"］!*+!!*%。
“绍兴师爷湖南将”。在遍地书香门第的浙江绍

兴，男孩子一生来就被家里寄予厚望，稍长一点便被

送到塾馆里读书。然后便是参加科举考试。即使考

不中功名，做不成文官，大多数也要“入幕”做师爷，

他们除了替所依附的官僚出谋划策外，还要替他们

管理刑名、钱粮、文书等事务，故清代有“无绍不成

衙”之说。

江南才子如钱塘江潮般奔流不息，令人应接不

暇，其中不乏重量级的大家，以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

的浙江为例，就有：王国维、俞樾、黄以周、孙诒让、章

太炎、鲁迅、周作人、茅盾、蔡元培、郁达夫、徐志摩、

丰子恺、马一浮、夏衍、艾青、戴望舒、马寅初、沈尹

默、范文澜、吴晗、竺可桢、钱学森，等等。

如今，一提吴越之地，人们的脑海里便会浮现出

锦绣江南、鱼米之乡、柔丽清婉、灵山秀水、才子佳人

等字眼，普遍的结论是：吴越是富饶美丽之乡，吴越

是才子佳人的渊薮，吴越为工商业发达之所。但吴

越人柔弱，不剽悍，不豪放，舞不动鬼头大刀，喝不动

白干烈酒，难以仗剑横行天下。

吴越之地民风民俗的巨大变化，究其原因，应该

是自然环境特别是水环境与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

第一，江南水土资源十分丰富，一旦得到有效的

开发，便迅速成为富庶之区，而经济的发达必然会促

进文化的进步，进而对民风民俗的形成产生深刻的

影响。如果说秦汉以前江南的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原

一带，那么，魏晋以后，伴随着避乱的北方人源源不

断的南迁和中原先进文化的涌入，原本水土资源丰

富的江南得到了充分地开发，并迅速成为发达的“基

本经济区”。六朝以后，吴越的生产力水平逐渐赶上

并超过了北方。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开始出现了建

都长安、洛阳一带的朝廷财富和粮食“仰于东南”

（《新唐书·权德舆传》）的局面。南宋以后，江南经济

开始全面超过北方。

富庶的江南，良好的生态环境，滋润的生活，解

除了文人士子的后顾之忧，为他们读书求学、从事学

术研究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南宋以后，江南

日益富庶，不但豪门大户多，而且小康之家更是比比

皆是，这就为江南人上学读书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

件。不像北方许多贫瘠之地，男孩子一生下便被当作

劳动力看待，稍长便要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能够跨

入学堂门槛的孩子寥寥无几。有了雄厚的物质支撑，

有了闲暇的时光，尚文之风日盛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长江横亘南北，为江南的社会安定起到了

重要的屏障作用。稳定的社会环境，是经济社会繁

荣昌盛的基本保证。论及江南一带在相当长的历史

时期能保持相对的稳定，应该说长江这条中华第一

巨川功不可没。滚滚大江，汹涌澎湃，成为隔绝南北

交通的天然鸿沟，剽悍的北方游牧民族，打到长江北

岸大多就会望而却步。一旦北方少数民族有足够的

力量打过长江，尚文柔弱的江南王朝大多会望风而

降，由于不会拼死抵抗，所以江南经济社会的破坏程

度远比中原要轻得多。

自魏晋以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北方战乱不

已，尤其是游牧民族的铁蹄屡屡踏入中原大地，到处

萧条、衰败的景象。而江南一带，由于有长江天堑为

屏障，不论是六朝时期的江南，还是五代十国时期的

吴越、南唐，由于鲜有战争，江南在安定的社会环境

中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经济繁荣。长期与战争隔绝，

富庶而安逸的生活，对人的性格影响是深刻的，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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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之，憎恶战争、崇文重道的观念便成为吴越人的

“集体无意识”。

第三，北方中原先进文化的植入，为吴越文化注

入了新的血液，促进了吴越民风的转变。追溯起来，

吴越一带崇文好礼之风发端于泰伯、仲雍奔荆蛮建

立“句吴”。东晋南渡后，北方中原的先进文化伴随

着如潮水般的移民涌入吴越，并很快在这方沃土上

生根发芽。“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

北方中原文化扎根江南以后，便与江南的好山好水

相契合，一改江南的“荆蛮气质”，迅速结出了“文化

渊薮”的硕果来。很快，江南形成了文人云集、文教

日盛的景象。

由于北方世家大族之家本来文化素质就很高，

加之江南相对安定的局面和江南好山好水浸润，使

得他们更加推崇清议，以吟诗作画和谈玄论道为高

雅，鄙视武人，不肯屈志从戎。他们约束子弟，不使

习武，偶有好武者，则被人轻视乃至被看作败坏门

风。更有甚者，这些世家大族还自恃清高，耻于与将

门子弟联姻。武将功臣子弟，亦不以父辈的显赫军

功为荣，甚至以之为耻。对此，李慈铭《越缦堂读书

记》曾评论道：“南朝轻武人，晋桓温之贵重，而谢奕

犹呼为老兵，王述亦呼为兵。”那些清高之士，连桓温

这样的位高权重之人都不放在眼里，其他武人更不

在话下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层崇文抑武，民

间也就会尊文崇道；上层怯懦柔弱，下层百姓也就不

再“轻死易发”了。

第四，优越的水乡环境，是塑造吴越人机敏、精

巧、文弱性格的重要因子。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水

土等自然环境对人体、人性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尤其

是改造自然、利用自然能力极低的古代。一是江南

水、土、热资源丰富，水田肥沃，只要耕耘便有收获。

吴越人发现，他们脚下这片土地从来“酬勤”，不像北

方，收成好坏主要看老天爷的脸色。与此同时，随着

大批移民的涌入和人口的自然繁衍，东晋以后吴越

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逼得人们必须通过精

细化耕作，才能打到更多的粮食及其他物产。在这

种生存条件下，吴越人通过兴修水利和辛勤耕耘，收

获着“水土”给予的最大回报。久之，这种精耕细作

的生产方式必然影响到生活方式，从而也造就了江

南人的心思的细密，心思和技术的精巧。心灵手巧

的江南不但出能工巧匠，也出艺术家，如徐渭、吴昌

硕、徐悲鸿、黄宾虹等。直到今天，江南的手艺人，如

木匠、泥瓦匠等，他们做出的活计一般都比北方的同

行“地到”得多。二是江南的天气温暖湿润，物产丰

富，几乎一年四季都有新鲜的瓜果蔬菜可食，特别是

鱼虾等水产品更是餐桌上的常物，这就对人的智力

发育大有裨益。相对北方而言，地处水乡泽国的江

南人副食则以水生动物为主，陆栖动物为辅，“饭稻

羹鱼”，道出了吴越一带饮食文化的特点。“楚越水

乡，足螺鱼鳖，民多采捕积聚，棰叠包裹，煮而食之。”

（《史记·货殖列传·正义》）；各种鱼类及螺、蚌、蛤、

龟、蛇等都是吴越人喜欢的食物，这种习俗保留至

今。因而吴越人从小就大量吸收蛋白质以增强脑

力，日久自然头脑聪灵。三是水的滋养。智者乐水，

水对人的性格塑造和智力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江

南之地，河渠密集，池塘棋布，到处都是小桥流水。

江南地区号称水乡，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水，建造房屋

也躲不开水，许多民居都是临水而建。与此同时，江

南气候湿润，降雨频繁，而且较少急风骤雨，多为细

雨蒙蒙。灵山秀水的优越环境，使吴越人饱受山水

之灵气，于是人的躯体被秀水、细雨浸得柔弱秀气，

性格被浸得细腻精巧，头脑被浸得精明灵光。另外，

水乡文化特性还渗透到吴越文化的深层结构，吴语

的柔软、吴歌的委婉清丽、吴戏的柔婉曼妙等，无不

彰显着水的灵性和神韵。

于是，在香山软水、闲适生活以及先进的中原文

化共同滋养下，吴越人尤其是男子便在悄然间发生

了蜕变———他们不再孔武有力，不再喜欢打打杀杀。

他们追求富裕安逸的生活，他们热衷于读书入仕

⋯⋯女人则被塑造得娇小秀美，温柔多情。

但凡事都利弊并存。锦绣江南出才子、出书生，

但这些身子骨酥软擅长写八股文章的官僚文人并不

见得具有良好的政治才干，他们中间胆识不凡、能力

卓越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迂腐之辈倒是大有人在。

中国历史上许多状元、榜眼之类的考试高手出自江

南，而治国安邦的杰出人物却少之又少。另外，江南

人大多文弱，血性不够，一旦有强敌打来，他们大多

会选择放弃抵抗，打起白旗投降。这也是东晋以后，

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多短命、多亡国之君的重要原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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